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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阴影下的谣言传播：ＰＸ事件的启示

戴　佳，曾繁旭，黄　硕

摘　要：近年来，ＰＸ项目建设在中国各地遭遇了一系列民众抗议与抵制。其中，“ＰＸ剧毒”的谣言传播在

促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ＰＸ事件为例，探讨环境谣言的内容特点，以及谣言产生与传播

的机制。对历时六年的ＰＸ事件中涉及的谣言传播的文本分析后发现，关于ＰＸ “剧毒、致癌致畸”的谣言在厦

门、大连、宁波三个城市的ＰＸ事件中持续出现。在厦门ＰＸ事件中，报纸 “照搬”未经确证的专家意见滋生了

谣言；在大连和宁波ＰＸ事件中，谣言经历了磨平和锐化过程，不断强化受众关于 “ＰＸ高危害”的印象。随时

间发展而出现的谣言 “添加”效果，如谣言的故事化和 “ＰＸ泄漏”谣言，以及信息的模糊化，令谣言更加难辨

真假和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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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环境问题的涌现。与之相应，民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环境问
题的关注也日益密切。对于有可能危及生活与生产的各类项目建设，经常出现反对甚至抗议，如近年来的
广东番禺散步事件、北京六里屯反对垃圾站事件等，均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抗争事件［１］。在关于环境议题的
民意表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谣言的传播。因环境污染威胁而造成的恐惧与恐慌，极易造成公众讨
论中虚假或浮夸信息的传播。
中国的舆论环境特征进一步加剧了环境议题的谣言传播。一方面，官方决策过程不透明，以及对信息

发布的控制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即官方知悉的信息无从被普通民众知悉，导致民众对于环境议题的认知
局限。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缺失导致即使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公众对于信息的解读
也呈现一种对抗性：即官方信息是不可信的，是误导甚至欺骗受众的。认知局限与信任缺失，在环境危险
的催化作用下，很容易助长谣言的传播。“ＰＸ”事件的谣言传播就是一例。
近年来，ＰＸ （俗称 “对二甲苯”的化工原料）项目建设在中国各地遭遇了一系列风波，多个城市所

建工厂受到居民抗议与抵制，形成了一系列以大规模抗议活动为特征的 “ＰＸ事件”。２００７年厦门计划投
建的ＰＸ项目被厦门市政协委员赵玉芬等人提案反对，理由是ＰＸ是剧毒物质、距离城区要在１００公里以
上，这一反对很快经由报纸、网络等的传播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活动，最终以厦门市政府宣布永远
终止ＰＸ项目为结果而落幕。此后，大连、宁波、昆明等多个城市中都先后出现了群体性的反对ＰＸ项目
事件，并都呈现了政府、民众、ＰＸ生产企业这三个主要参与方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些事件中， “Ｐ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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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等谣言都在不同媒体平台上被多次转发，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以ＰＸ事件作为环境谣言研究的案例，探讨围绕ＰＸ项目谣言的内容特点，以及谣言产生与传播

的机制。

二、文献综述

（一）谣言的界定、产生和传播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将谣言定义为 “一种特殊的相信某事物的观点，通常在人际之间口耳相传，缺乏可

靠证据”［２］。Ｋｎａｐｐ对谣言的定义是 “一种未被官方验证而传播的、对某一热点说法采信的观点”［３］；相类
似地，Ｊａｅｇｅｒ等也认为谣言是 “传播中的、对未证明真假的事物进行信任的观点”［４］。
从以上定义可以总结出谣言的几个要点，包括：未被验证的或没有确实证据的观点；在模糊暧昧的状

态下；在群体之中传播并得到信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谣言并非 “虚假”信息，因此判断谣言的标准并
非其真假，而是是否经过证实。下面将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两方面对谣言进行阐释。

１．心理学视角。早期的谣言研究大多集中于心理学视角。从受众心理的角度看，谣言是人们内心情
绪的需求，包括来自焦虑、渴望、敌对、求知欲等基本情绪的驱使［２］。
首先，人们造谣和传谣的动机是内心情感与情绪的一种映射。奥尔波特等认为，如果谣言内容符合我

们的内心愿望，我们就会愿意相信和传播它［５］。Ｋｎａｐｐ指出这些内心情绪主要包括：（１）愿望或梦想，如
所谓的 “白日梦谣言”就反映了人们的内心愿望；（２）恐惧和焦虑，很多谣言都体现了人们对内心恐惧的
抵抗，而来源于恐惧焦虑的谣言因为往往和危险相关，从而更具有传染性、令人难以抵挡；（３）将自身情
感投射给他人的欲望，一些猎奇性的谣言 （如性关系的谣言）往往能带给人传播的满足和刺激感［３］。
第二，在信息不透明或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谣言来弥补信息认知上的空白以寻求信息需求的满

足感［３］。卡普费雷认为谣言不只是一种新闻，具有提醒和警告的功能，同时也具有 “求知”特性，即让人
们通过了解他人的观点而形成自己的看法［６］（Ｐ５７）。此外，“即兴新闻”（Ｉｍｐｒｏｖｉｓｅｄ　Ｎｅｗｓ）［７］，也是在缺乏
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即兴想象与构造信息，以弥补认知焦虑的产物。
第三，个人的统计学和认知学特征的影响。例如，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思维缜密程度与受谣言左右

的程度呈反向相关关系［８］。

２．社会学视角。早期谣言研究关注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因素。而事实上，谣
言的产生与社会环境、群体特点和官方信息发布效果都有关。否则，“很难解释谣言的勃勃生机，以及谣
言为什么会经常突破个人边界而成为一个 ‘公共’的非正式媒介”［９］。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提出谣言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分别是 “模糊性”和 “重要性”，即指关于事件的信

息模糊不清，以及事件对于人们的生活有重要性［２］。他们发明了谣言的传播公式：Ｒ～ｉ×ａ （谣言传播数
量～重要性×信息模糊程度）［６］（Ｐ２１）。此后，又有学者对这一公式进行了延伸，加入了一个阻碍谣言传播的

批判性因素 “ｃ”（如责任感、道德感等），使得公式变为：Ｒ～ｉ×ａ×ｌｃ

［１０］

，这使得对于谣言传播效果的

考虑更为完善。
胡泳在谣言公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 “行动者”的因素———即需要行动但迟疑不决的潜在人群，以及

群体成员共同行动的形势要求，并据此将谣言产生的情境展开为三类［９］。一方面，谣言可以看作是官方渠
道信息缺失或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探索事件真相而做出的努力。“即兴新闻”便是强调谣言是一种人
们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面对所处环境构建合理阐释的 “集体交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行为［７］。

因此，当社会中的新闻需求超过了官方渠道的新闻供给时，就形成了谣言的产生空间［７］（Ｐ１６４），而官方持续
性的新闻管制和信息封锁则会导致谣言的定期化和常态化［９］。
另一方面，和危机、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有关的场景往往会刺激谣言的产生。涩谷保将此称为 “环境改

变”（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它不但指重大灾难，同时也包括任何违背日常规则的变化［７］（Ｐ３２－３６）。谣言
不但产生于这种变化中，同时也通过谣言的传播使场景的不确定性和动荡加剧［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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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谣言同样具有一种社会抗议的功能。作为 “弱者的武器”，谣言可以成为人们反抗权力
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工具［９］。卡普费雷将谣言称为是 “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强调谣言利
用它的揭露性迫使官方公开信息，促进了权力的透明化过程［６］（Ｐ１６－１７）。

（二）中国的环境谣言

１．环境污染的阴影。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时常伴随着环境污染事故的出现，仅水污染事故
就有２００５年的松花江污染事故、２００７年的太湖蓝藻事故、２０１１年的康菲渤海湾漏油事故等①。１９９６年到

２００６年之间中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１４　７４２起，平均每年发生１　４００多起［１１］。环境污染日益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严重地威胁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健康和正常生活。比如一些重金属生产企业带来的汞、镉、
铅污染等对附近居民的健康产生威胁。调查显示广东珠三角近４０％的农田菜地遭到重金属污染②。

与此同时，民众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一方面，国内陆续出现了多个环保公益组织 （ＮＧＯ）。从

１９９４年最早创立的 “自然之友”开始，目前民间自发创立的草根环保ＮＧＯ已达到５００个以上，中国由政
府部门发起组建的ＮＧＯ更超过１　３００个［１２］。另一方面，公民在环境事件中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并更加

积极地表达自己对于生命健康、环境安全和环境经济等方面利益的诉求［１３］。这也表现在近年来愈发增多
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上：自１９９６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２９％的增速③，而近两年更是发生
了什邡钼铜事件、启东事件、宁波和昆明ＰＸ事件、彭州石化项目事件、上海松江事件等地方民众抗议当
地环境威胁造成的群体性事件。
这些环境群体性事件反映了环境污染阴影下公众的焦虑与恐慌。焦虑和恐慌不但是谣言的一个主要来

源，同时 “个人焦虑”是用来衡量谣言的一个重要变量［１４］。即使是相对温和的行为，例如日本核泄漏危
机下的食盐抢购、ＰＭ２．５威胁下的口罩抢购等行为，同样凸显了焦虑和恐慌。因此，在环境谣言的案例
中，事件重要性和焦虑情绪两个变量都处于较高水平，导致谣言频繁出现。

２．信息控制与信任缺失。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焦虑仅仅是造成环境谣言的一个方面，从社会环境角
度来看，官方在信息发布上的失职和对信息的控制行为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何舟等人在关于中国社会双重话语空间的研究中曾经提到，中国当前的两个话语空间———官方话语空

间和民间话语空间———在面对公共危机时，通常存在控制封闭ｖｓ．揭露模式，即政府控制信息，而公众在
好奇心与知情权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自发进行各种揣测与信息曝光，试图揭露更多的信息，进而出现与
官方话语的对抗［１５］。具体到环境事件的案例中，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如环境危险可能导致的群
众恐慌、对当地ＧＤＰ和政府业绩的影响，以及造成官员逃避责任的形象等，信息封闭控制的情况更为明
显。而由于环境问题关乎民众的生命健康和基本生活，信息控制可能造成严重的冲突。例如在２００５年吉
林松花江水污染、２０１０年紫金矿业污染、２０１１年浙江德清铅超标、２０１２年广西河池县镉污染及山西长治
苯胺泄漏等事件中，都因信息瞒报、迟报的情况酿成规模性的群体抗议行为④。
信息控制与瞒报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缺失。当群体对于可获得的信息缺乏信任，谣

言会更容易出现［３］。比如在２０１１年的浙江台州血铅超标事件中，当地政府一直未将铅污染的信息告知附
近居民，对于污染企业的监管工作也受到质疑［１６］。很多诸如此类罔顾民众环境知情权的失责行为无疑会
给民众留下负面形象。在之后遇到类似环境事件时，民众也可能以此为经验判断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的
可信度，从而作出归纳性预期［１７］，得出政府不可信的结论。这不但会推动谣言的产生，也会使得政府在
辟谣和取信于民众时更为被动。

３．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官方在环境事件中对于信息的控制，造成了在话语权力和信息资源上的
不平等关系，由此使环境谣言作为社会抗议的特性更为凸显。一方面，民众通过谣言反抗官方对于信息的
垄断，自主争取知情权。胡泳指出，谣言作为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是正常渠道失效的情况下人们选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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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绕道”方式。以厦门ＰＸ事件为例，谣言就是民众在通过上访、咨询、提案等手段均无法令ＰＸ项目
情报公开后，为了获取信息而走上的非常道路［９］。另一方面，谣言也是民众对政府不满和抗议的间接表
达，是在社会传播机制不够流畅的情况下，“沉默的大多数”表达质疑与愤怒的 “武器”，希望借此给政府
施压［９］。如在什邡和启东的环境事件中，就多次出现诸如 “示威现场有人死亡”、“警察踩死人”等矛头直
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谣言出现，其中折射的就是民众的抗议姿态。

（三）新媒体背景下的谣言传播
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便利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促进极化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发

生，即当想法相似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他们得出结论会比讨论前更为极端［１８］。如Ｇｉｌｂｅｒｔ等人针
对博客的研究就指出，受众对博客的回应中体现出了回声室效应 （Ｅｃｈｏ　Ｃｈａｍｂｅｒ），即信息或观点在某一
范围内的强化［１９］。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高开放性、低准入性和信息自由流通，使谣言即时地传达到
不同社会群体、地理区划的受众。尤其是在中国当前言论管制明显的背景下，形成了受审查的官方信息和
相对不受审查却更受信任的非官方信息并存的状况［２０］。
新媒体环境同时也会让传统的谣言歪曲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机制有所变化。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将谣言的歪

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磨平”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内容简化、大量原始细节被抛弃； “锐化” （Ｓｈａｒｐｅ－
ｎｉｎｇ）———谣言中的某些细节被突出，变得更有冲击性和吸引性；“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谣言的变
化遵循着人们的某种立场和情感，变得不断贴近某一主题［２］。周裕琼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发现，在新媒体
中，谣言信息被更为简化地呈现，如将帖子的标题起得简洁有力等，因此新媒体中的谣言更加重视 “磨
平”过程；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上存在更强的 “集体交易”行为，例如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布信息并被
他人所见，由此谣言中某几个要点可以被更丰富地构建，形成在原有 “锐化”过程上的 “添加”效果，并
通过不同参与者的观点集合最终实现同化效果［２１］。
微博作为社会网络媒体的一个典型，不仅吸引了众多用户，为谣言提供了更广泛的受众土壤，同时它

的传播特点也更有利于谣言的传播。在网络形态上，微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相对随机联系的网络，但同时
又具有 “优先连接”（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ＰＡ）的特点，即新进入网络或处于低级活跃状态的用户
会倾向选择已经有一定关注度的高级用户。Ｄｏｅｒｒ等人通过模拟ＰＡ网络和对Ｔｗｉｔｔｅｒ取样研究发现，在

ＰＡ模式网络中谣言的传播速度和所需要的回合都比普通的随机关系网络要更快，而在真实的推特网络中
这一情况更为明显：实验中１条来自单个节点的谣言仅需要８个传播回合就能覆盖到５．１亿用户中的４．５
亿以上［２２］。而在具体的信息传播关系上，微博上 “推拉共存”（ＰＵＳＨ－ＰＵＬＬ）的信息交流关系则突破了
单纯的发布者主导 （ＰＵＳＨ）或接收者主导 （ＰＵＬＬ）模式，即节点用户一方面可以发布和向其他人传播
谣言，另一方面则可以对信息产生咨询和需求［２３］，使谣言能以更大范围和速度进行传播，并促进其传播
的双向互动和内容丰富化。

三、问题提出和方法

（一）问题
在涉及多个城市的ＰＸ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显示出旺盛生命力。它涵盖了传统媒体以及短信、博客、

论坛、微博等不同类型新媒体，谣言传播范围广且反复出现，并体现出线上谣言对线下民众行动 （如抵制
游行）的影响，对于当前存在的网络谣言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结合对于相关城市中ＰＸ事件谣言传播的观
察，以及上文关于谣言理论、新媒体传播与环境阴影下的中国舆论环境的梳理，本文主要提出两个问题：
（１）ＰＸ谣言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和特点？（２）ＰＸ谣言的传播机制是什么？

（二）方法
谣言的一大特点是其内容无法被证实，具有不确定性。在ＰＸ事件中，有关ＰＸ物质和ＰＸ工厂的毒

害性问题都是目前科学无法给出最终确定结果的，因此这类内容都符合谣言的这一特征。其中，厦门的

ＰＸ事件最早出现，民众对于ＰＸ也是初次认知，因此其突出的特点主要是对ＰＸ毒性的认识和讨论，以
及民众自身维权意识的苏醒。而随后发生在２０１１年的大连事件中，对ＰＸ毒性的讨论色彩已经淡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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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对政府的批评、对ＰＸ项目潜在危险的讨论和要求ＰＸ撤出大连的呼声上。２０１２年的宁
波事件和大连有所类似，同样突出体现了民众的自我维权和对政府的批评。图１对跨越５年时间的３个事
件进行了简要说明。

图１　三个城市ＰＸ事件经过示意图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厦门、大连、宁波三个城市ＰＸ事件中的相关报道和微博进行浏览和分
析。在数据的选择上，由于厦门事件发生于２００７年，事件中传统媒体和论坛、博客等形式占主要地位，
因此对于厦门事件主要以纸质媒体中出现为判断标准，报道获取来源为ＣＮＫＩ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而其他城市事件发生时微博已经成为新媒体主流，因此以微博作为主要媒介平台。

ＰＸ谣言是以 “毒性”为中心要素，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不同角度和版本的谣言。在所有ＰＸ谣言中最
早出现和占主导的一条谣言就是 “ＰＸ是剧毒物质、致癌致畸”。而事实上，现有的资料中并未确实显示

ＰＸ有高致癌和致畸性。如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ＮＩＯＳＨ的报告中就只说到ＰＸ具有易燃性，会
导致眼睛和皮肤的过敏反应，以及可能出现的对中枢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影响①。因此ＰＸ虽然对人体
有可能危害，但毒性程度没有确切证据。因此，本文将ＰＸ有 “剧毒”、“致癌”或 “致畸”等信息视为针
对ＰＸ的谣言。另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 “ＰＸ项目建设应距离城市１００公里以上”的说法因为无确切
依据，在本文中也被视为谣言。
对于厦门事件，以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日为检索范围，搜索包含 “ＰＸ”和 “厦门”的

报道及评论文章，在２１７篇搜索结果中得到和厦门ＰＸ事件直接相关的文章共８９篇，包括厦门本地官方
媒体 《厦门日报》的文章２９篇和来自 《中国化工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等其他不同媒体的文章

６０篇，其中直接出现以上两条谣言的文章共１３篇。
而大连和宁波事件分别发生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其时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已经成为了人们讨论的主要

平台，因此在这两个事件中主要在微博中获取数据。对于搜索关键词的界定主要基于上文提到的 “致癌”
和 “距离”两条内容，同时结合事件中的具体讨论热点而确定。在时间范围上，因为微博上出现了大量即
时讨论，而谣言往往也在事件发生之初就开始活跃，因此我们将时间范围定为事件开始之后的两天内。同
时由于事件发生当地的用户受到事件影响更大，谣言对他们而言也更有重要性，因此搜索的地点范围分别
设为大连和宁波市。对于大连事件，以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和８月９日为时间范围 （泄漏发生在８月８日上
午），关键词为 “ＰＸ”＋ “致癌”／ “畸形”／“毒”／“公里”搜索，总共得到微博１　２６３条②。对于宁波
事件，选取游行活动进行的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２７日为时间范围，以 “ＰＸ”＋ “致癌”／ “畸形”／
“毒”／“公里”作为关键词搜索，总共得到微博１　０１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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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连事件传播过程中，很多受众直接将ＰＸ大罐有泄漏危险作为泄漏事实传播，因此还将“ＰＸ”配合“泄漏”作为关键词搜索，得到微
博２９９条，包含在总数１　２６３条之内。



四、研究发现

（一）谣言的内容特点
通过对三个城市ＰＸ谣言的分析，可以发现尽管时间地点不同，但谣言有着一些共通性，这些特点也

符合前人谣言研究成果中的规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毒性”论证缺乏逻辑。和单纯的社会事件网络谣言不同，ＰＸ谣言由于涉及化工生产专业知识，
需要科普与逻辑论证。虽然毒性是ＰＸ谣言的核心，但毒性内容的逻辑和论据都较薄弱。早在厦门事件的
原始谣言版本中，仅有ＰＸ属于 “高致癌物”、有极高的致畸率的结论，而没有任何科学性的论证和解释
过程。而到了２０１２年的宁波事件中，这种逻辑的缺失在一些微博发言中更加明显。如某条微博就称：
“ＰＸ是对二甲苯英文ｐ－Ｘｙｌｅｎｅ的缩写，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民间曾传言ＰＸ有剧毒，也是高致癌物。
事实上，对二甲苯有低毒，但是是易燃的危险化学品，对胎儿有极高致畸形率。” （＠Ａｃｕｌａ）① 在这篇较
有代表性的微博中，先是说 “对二甲苯有低毒”（正确信息），随后话锋一转接着说它是 “易燃的危险化学
品”（正确信息），“对胎儿有极高致畸形率”（未界定条件的错误信息）。将表示危险的词汇并列使用却并
不提供合理的因果解释。“低毒”和 “致畸形”之间也是矛盾的，缺失必要的逻辑论证环节。
另外，道听途说的传闻也被当成事实来陈述。例如在宁波事件中，出现了以下帖子 “一个搞化工的朋

友说，（ＰＸ）工人如果不洗手就吃饭，就会中毒身亡”②；“我的公婆是镇海炼化的退休工程师，他们说过，
这个项目很毒的”③；“（ＰＸ）生产过程会产生其他更毒的致癌物”④。谣言中对毒性本身的突出和对毒性发
生机制解释的薄弱形成了强烈对比。

２．妖魔化与夸张煽情。ＰＸ事件中出现的谣言基本都强调和虚构ＰＸ项目的毒害，营造悲观恐慌情
绪，造成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实现了对ＰＸ项目的 “妖魔化”。除了谣言声称ＰＸ项目一旦建成就会导
致白血病和婴儿畸形等严重后果，在大连事件中，面对ＰＸ项目堤坝受损的新闻，微博上出现了很多声称

ＰＸ已经泄露的谣言，如某条微博就称 “内部确切消息，ＰＸ项目储罐毒气已经泄露” （＠马成 Ｍａｒｋ）⑤。
而事实上自始至终未有确切消息证实大连ＰＸ项目曾遭泄露。对ＰＸ是剧毒物质或化工厂有害的恐惧，加
上对政府管理化工产业的不信任，“ＰＸ泄漏”这一负面后果实际上符合很多民众的心理预期，如有微博
就说 “ＰＸ终于出事了”（＠爱薇麻麻）⑥，起到了证实公众内心感情的作用 （卡普费雷，２００８：９２）。
在语言组织上，ＰＸ谣言突出了煽情和夸张两个特点。如厦门事件中广为流传的谣言短信就同时具备

了这两方面特性：
“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 （苯）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

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
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在厦门事件的谣言短信中，使用了 “巨毒”、“原子弹”、“子孙后代”等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字眼，

当中用了三个感叹号和语气词 “啊”来加强语气，并使用 “我们”这种涵盖范围广、具有团结意味的人称
代词，极具煽情色彩。
同时，内容则呈现出夸张特点。最早出现的谣言，即 《中国经营报》对赵玉芬的采访中，只是说ＰＸ

是 “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而在这条短信中ＰＸ项目就变成了 “原子弹”，以
及会让厦门人生活在白血病和畸形儿的阴影中，其危害程度又被升级了数倍。这种内容上的夸张和修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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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煽情结合起来，产生了更强的感染力，也助推了谣言的广泛传播。
（二）谣言的传播机制

ＰＸ谣言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不同城市的事件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和传播特点。

１．传统媒体 “照搬”谣言。ＰＸ谣言较早的出现在传统媒体中。在２００７年３月赵玉芬等政协委员联
名签署提案的阶段，很多报道或评论就直接引述了赵玉芬的发言，作为事件中的一个具体细节或证据使
用，而并未对其真实性进行质疑或评判。以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２００７年３月 《中国经营报》的报
道 《厦门百亿化工项目安危争议》为例，其中大量引用了赵玉芬对于项目的评价，其中包含了关于ＰＸ项
目的两则著名谣言：

“ＰＸ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 “联苯厂存在特
别重大的安全性隐患，是不能靠近城市的，至少要建立在１００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

如前文所述，并无现有资料证实ＰＸ与 “致癌致畸”的确切关联，而对ＰＸ项目厂址距离的规定在官
方文件中也没有确实记载。然而，由于毒性与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它的重要性突显；同时，由于ＰＸ毒性
属于专业问题，在缺乏及时的政府或权威部门辟谣的情况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具有较高的模糊性。这些
因素催生了媒体对于谣言的一味 “照搬”行为。比如 《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直接摘录了前文提到的厦门
市民反抗ＰＸ项目的短信，没有对其真实性的质疑或对于ＰＸ项目的科普。

还有一些报道给ＰＸ谣言赋予了 “民意的胜利”等含义。例如，在 《民营经济报》一篇名为 《厦门

ＰＸ项目叫停 民众环保意识觉醒？》的报道 （２００７／８／１６，第Ａ０６版）中就针对谣言短信这样写道：“在这
样令人沮丧的情形下，厦门市民展开令人感动的自救行动。上百万市民都在转发一条题为 《反污染！厦门
百万市民疯传同一短信》的短信。”其中使用了 “令人感动”来形容厦门市民互传短信的行动，在赞扬厦
门市民争取权益的同时，将其传播谣言的行为也一并正当化乃至高尚化了。《中国经济时报》名为 《民意
的价值理应重于８００亿的工业价值》的评论 （２００７／５／３１，第００６版）中，也写道 “厦门百万短信也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 ‘民声影响民生决策’的样本”。正面评价这一 “样本”，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借鉴
乃至模仿的范例，是对于谣言作用的默认和更进一步的肯定。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转载则进一步推动了谣言的传播。《中国经营报》的文章在发表次日就被厦门当
地的著名撰稿人和博主连岳在博客中转贴，其中关于ＰＸ高毒性和远离市区的谣言也被用在连岳之后的博
客 《厦门人民这么办》（２００７／３／２９）当中，这些转载内容在新媒体上的广受关注使传统媒体的传播延伸到
了更广泛的领域。

２．信息的模糊化。ＰＸ谣言的核心特征是 “模糊性”，即它们一方面在事实和信息上较为模糊，有较
强的不确定性或缺乏确实的信源，另一方面也因虚构而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细节。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大连
孤山石化区内位于福佳大化ＰＸ项目附近的防潮堤坝因为台风梅花过境而有两段被冲毁，溃坝附近５０米
处即放有储存着ＰＸ等物质的大罐，一度出现化学原料泄漏危险。事件发生后微博上迅速出现了许多谣言
称ＰＸ项目出现泄漏。例如某条微博称：“有传言说ＰＸ已经苯泄漏，并且有部分群众开始撤离大连。求
证～～～”（＠下午的猫小姐）①。其中使用了 “传言”、 “求证”等词语来表示不确定性，同时却又包含
“部分群众开始撤离”这样具化的信息。另一条被多次转贴的微博称 “大连新港大孤山前方最新消息，由
于落入水中的小罐打捞失败，ＰＸ已经泄漏，现场放弃抢险，已经全部撤离，大罐也岌岌可危，ＺＦ还在极
力隐瞒此事件”②。
相对公众的热烈讨论，政府的澄清往往姗姗来迟并势单力薄。从厦门事件开始，一直缺乏有足够影响

力的关于ＰＸ毒性的官方确实辟谣。在宁波事件中，政府微博账号 “宁波发布”未发布任何对ＰＸ剧毒进
行辟谣的信息，只表达了 “倾听民意”、“坚决不上ＰＸ项目”等内容的微博；而宁波市环保局的账号虽发
布了一条对ＰＸ进行科普的长微博③，但语言十分官方化、充满了科学术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有一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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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难度。在大连事件中，虽然 “新浪辽宁”等账号在８月８日发布信息说险情得到控制，但转发和评论量
均较少，如新浪辽宁只得到了２次转发。相比之下，一条来自 《法制晚报》记者、表示央视记者在溃堤现
场采访被阻的微博却得到了５９７次转发①。而直到８月９日，泄漏谣言还在微博上出现。

政府辟谣不力引发了对于政府的系列批评，如为经济利益牺牲环境、漠视知情权等。例如 “ＰＸ项目
要距离市区１００公里以上”，就是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避害意识。同样，大连 “迁址”

谣言声称大连的项目是由原来厦门的ＰＸ项目迁址而来，既包含了对政府的抗议，也通过对比厦门维权的
成功和大连现状的 “失败”激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展开对自我权利的维护。如某条微博就写道：
“人家不要的项目，咱弄来当宝了，这不纯属慢性自杀吗？”②。

３．谣言的磨平与锐化。在谣言最初产生的一段时间内，赵玉芬在传统媒体上的未经证实的发言还处
于单纯被转发的阶段。而到２００７年５月出现的厦门市民之间传播的谣言短信 （见前文）中，这一内容就
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对二甲苯”、“联苯厂”等专业名词被舍去，只留下了 “剧毒”和 “１００公里以外”

这两个关键信息，谣言传播中的信息被简化和磨平；另一方面，ＰＸ的毒性被进一步夸张化和突出，个别
信息得到 “锐化”处理。例如，在４年后的大连事件中，原本谣言中的 “距离城市１００公里”就在一些微
博中被进一步夸张为 “１５０公里”（＠幸福大连）③。从整体变化上来看，ＰＸ谣言的磨平和锐化方向则都是
一致的，即遵循着 “反对ＰＸ”这一主题。无论是舍去专业信息，还是强化ＰＸ毒性和选址距离，都是让
人们更容易地接受 “ＰＸ高危害”这一观点并更不断加深印象。这也体现了谣言传播中的同化机制。

４．故事化延伸与嫁接。在大连和宁波的事件中，都出现了一类故事性的微博谣言，即声称１９８４年的印
度博帕尔事故中是ＰＸ项目发生了泄漏。这一谣言虽然仍以毒性为主，但在形式上却脱离了原始版本的套路，

包含了更为具体的细节和数据，如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死亡人数、后果等，语言也很具煽情色彩：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３日晨，印度博帕尔市的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一所化工厂 （ＰＸ项目）发生氰

化物泄漏，覆盖方圆６０公里区域。大灾难造成了２．５万人直接致死，５５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

２０多万人永久残废的人间惨剧。到现在，当地居民仍然要忍受癌症及胎儿畸形的折磨。ＰＸ悲剧
别在中国上演，让ＰＸ项目滚出中国！”（＠青山疯人院长）④

事实上，１９８４年的印度博帕尔事故中泄漏的是一家农药厂，并非ＰＸ项目；此外，博帕尔事故中的
死亡人数为两万多人，致残人数为５５万人左右，并非微博中所说的 “５５万人间接致死”。这一谣言实际
上是将博帕尔事件套用在ＰＸ项目上的一种嫁接行为，扭曲事实后的历史案例具有更强的故事性和冲击
性，极易造成深刻的偏见与 “集体道德恐慌”（景军，２００５）。

五、结　语

中国近年发生了多起因民众规避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共同特征：首先，事件起因

常常由官方决策过程不透明所致。在环境工程或项目上马前缺乏民意沟通，而一旦宣布项目决定，公众不
能接受；其次，环境议题涉及专业知识，需要科普与逻辑论证，受众普遍存在认知局限而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科普，知情权也无法得到保证。再次，长期以来公众因对政府的信任缺失而对于信息的解读呈现对抗
性，即认为官方信息具有欺骗性。决策不透明、认知局限与信任缺失，造成对未经确证的信息即谣言的传
播。其结果是进一步放大本来不存在或相对较小的环境风险，造成公众焦虑与恐慌。因此，对环境阴影下
的谣言传播现象与机制进行剖析，探究围绕环境议题的谣言呈现哪些内容特征，传播过程经由哪些传播
者、经历哪些阶段以及造成什么后果，对于了解谣言的发生与发展，进而有效遏止环境风险的无端放大以
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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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历时六年、波及多个城市的ＰＸ事件的谣言传播进行分析发现，关于ＰＸ “剧毒、致癌致畸”
的谣言在厦门、大连、宁波的ＰＸ事件中持续出现，谣言核心内容自始至终高度一致。而 “毒性”论证缺
乏逻辑，通过夸张煽情的内容来造成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妖魔化ＰＸ是谣言的核心内容特征。
而谣言传播机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在早期厦门ＰＸ事件的传统媒体传播中，报纸 “照搬”未经确

证的专家意见，之后各报之间、报纸与新媒体继续不加质疑与核实地照搬谣言；在大连和宁波ＰＸ事件以
新媒体为主的传播中，谣言继续强调 “毒性”，而关于是否发生ＰＸ泄漏，由于政府辟谣不力引发了公众
批评以及知情权被剥夺的不满与愤怒。此后谣言经历了进一步磨平和锐化过程，不断强化受众关于 “ＰＸ
高危害”的印象。随时间发展而出现的谣言 “添加”效果，如谣言的故事化延伸与嫁接，令谣言更加难辨
真假和追根溯源。

ＰＸ谣言在各城市事件中高度的持续性，折射出公众群体和社会的集体混乱［６］（Ｐ１３０－１３１）。具体而言，它
是环境阴影下中国社会制度化保障的缺失带来的民众恐慌的集中表现。一方面，民众无法在官方决策过程
不透明以及信息控制之下对环境议题的专业知识进行全面了解以消除疑虑；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政府信
任缺失，导致谣言成为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非制度化手段［２４］，成为宣泄不满、表达诉求以及倒逼政
府调整决策的社会抗议工具。而微博等社交媒体则有效地放大了疑虑与对抗，为抗争 “造势”［２１］（Ｐ２６８）。在
厦门、大连和宁波三个城市中，通过媒体表达的抗议都转化为实际的抗争活动，形成群体性事件，最终以
政府让步作为结果。
这些研究发现促使我们反思政府在环境谣言中的角色。如果说谣言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抗议的方式而引

发社会动乱，那么缓和这种抗议、消解社会不安因素是肩负维稳功能的政府的职责之重。在规划各种有可
能影响环境的项目之前，不进行有效科普，不将规划告之于民，而在真相暴露后又将未经证实的传言斥为
负面信息并用封锁信息、删帖、对传谣者刑事拘留等方式来被动应对谣言，反而会引发公众质疑和批评，
助长谣言传播，造成政府的被动局面［９］。与此相反，将涉及环境的项目决策过程透明化，在充分保障信息
沟通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专家、媒体与公众关于专业知识的交流与项目建设的探讨，才能从根本上满足知
情权、杜绝与净化谣言。谣言应被视为获知民意的信息渠道、社会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民众诉求的表
达方式，得到重视与积极应对。政府及权威机构也亟待改善自身信誉与形象，因为在谣言和辟谣的博弈
中，言论是否可信往往取决于由谁来说［６］（Ｐ２７１）。可靠的、尊重受众知情权、熟悉传播规律和顾及受众安危
的辟谣者，更可能有效地制止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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